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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土地利用格局时空变化及生态风险评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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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 1990~2015 年浙江省 6期的土地利用数据，分析土地利用的时空变化，构建生态风险指数，对不

同时期的浙江省土地利用生态风险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1）浙江省土地利用变化表现为耕地大量减少而建设用

地剧增；土地利用转移方向主要为耕地、林地、水域向建设用地转移；其中以 2000~2005 年和 2010〜2015 年土地

利用动态度最高；（2）浙江省生态环境质量下降。中生态风险区是区域的主导类型，较高、高生态风险区向外扩张，

高值区主要分布在杭州湾附近，沿海区域，杭州西南部、衢州和金华三市接壤区域。低等级生态风险区分布在相邻

高等级生态风险区的周围，大致成圈层状向外扩散；（3）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等级转换差异较大。生态风险转移主要

是由低向高等级转换，且其生态风险等级年均转换速率呈上升趋势，生态风险转换主要发生在城市、沿海区域如杭

州湾附近、温州、台州沿海等经济发展活跃的地区；（4）浙江省各地级市生态风险值时空分异较大。各市生态风险

值主要呈上升趋势，宁波市生态风险变化最大，衢州市变化最小。空间分布上，杭州市生态风险值最高，远大于其

他地级市，舟山市生态风险值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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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变化反映了全球环境变化，也是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综合表现
［1，2］

。在人类活动占主导的区域里，不同

土地利用方式和强度所产生的生态影响具有区域性和积累性，并且可以直接作用在生态环境系统的结构和组成上
［3］

。因此，基

于土地利用的生态风险评价越来越具有现实意义和科学意义。 

目前国内基于土地利用的生态风险评价主要集中在流域、城镇区域
［4］

，研究方法主要是从景观角度来构建生态风险指数，

通过 ArcGIS软件的空间处理，来分析生态风险的时空演变。如赵岩洁等
［4］

、巩杰等
［5］

、李谢辉等
［6］

，借助空间统计学的相关方

法，分别对甘肃白龙江流域、三峡库区小流域、渭河区域进行生态风险评价。谢花林等
［7］

、肖琳等
［8］

、任志远等
［9］

分别对城市、

省域进行生态风险评价。本文分析了研究区土地利用时空格局变化，鉴于土地利用格局变化对研究区 

生态系统可能产生的不利后果，构建了生态风险指数，对土地利用格局变化引起的生态风险进行评价。而当前，基于土地

利用的生态风险评价对于省域大尺度的研究较少，特别是东南沿海的发达省份。浙江省作为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省份之一，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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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繁荣，城市密集，交通便利，人类活动对土地利用的强度越来越深，土地利用变化引起的生态风险演化在我国具有典型性，

进行生态风险演化研究不仅可为浙江省合理利用土地、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而且可为我国其他省份所借鉴。 

1 研究区概况 

浙江省地处 27°12'~31°31'N 和 118°00'〜123°00'E 之间，中国东南沿海中部（图 1）。浙江省土地面积 10.55 万 km
2
，

海岸线约长 2253.7km。浙江省地势自西南向东北方向递减，西南、中部、东北部地区地形分别以山地、丘陵、冲积平原为主。

亚热带季风气候区，雨热充沛。浙江省包括 11个地级市，靠近海洋，对内对外交通便利，开发历史悠久，经济基础好，经济发

达。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土地利用结构发生较大变化，人类活动加大对土地资源的开发加重了土地利用的生态风险程度。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数据来源 

以浙江省 1990年、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 年、2015年 6个时期的 LandsatTM/OLI 遥感影像为基础，影像在地理

空间数据云获取，空间分辨率均为 30m，每个时期包括轨道号为 118-39、118-40 的 2 景影像，利用 ENVI5.0 遥感软件对各期影

像实施校正、配准、图像拼接等操作，并结合浙江省各地级市的行政边界图对影像进行裁剪，获得研究区范围。最后对遥感影

像进行土地利用类型的目视解译和人机交互解译，经检验精度均在 0.87以上，符合要求，得到研究区各时期的土地利用数据
［10］

。

根据全国土地资源分类系统和研究区内的实际情况，把研究区分为耕地、林地、草地、建设用地、水域、未利用地 6 种土地利

用类型
［11，12］

。 

2.2研究方法 

2.2.1土地利用动态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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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研究区不同的土地利用数据在 ArcGIS1O.3里进行相交处理，分析不同类型间转化的数量和转换方向
［13］

。土地利用动态度

包括单一和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分别表示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变化情况和整体变化情况，具体模型详见文献
［14］

。 

2.2.2生态风险指数的构建 

借鉴已有研究
［15~17］

渔网宜采用平均斑块面积的 2〜5倍，为更好的表现生态风险空间分布，基于等间距网格采样法，本文采

用了 15km×l5km的渔网，得到 601个采样小区，计算得到每一个样本的生态风险指数，并把它作为该样本中心的生态风险值。 

本文引入景观干扰度指数、脆弱度指数和损失度指数来构建浙江省生态风险评价指数
［18~20］

。景观干扰度指数表示各种景观

受到外界干扰的程度
［21~23］

。表达式：Ei=aCi+bNi+cDi (1) 

式中：Ei为景观干扰度指数；Ci为景观破碎度指数；Ni为景观分离度指数；Di为景观优势度指数；a、b、c分别是其对应

的权重，借鉴已有成果
［21~23］

，采用 0.6、0.3、0.l。 

景观脆弱度指数(Fi)表示景观的生态系统结构的脆弱性，即值越高，生态系统越不稳定。借鉴已有成果，将 6 种景观类型

按抵抗外界影响能力分级，由低到高分别是未利用地、水域、耕地、草地、林地、建设用地，并通过归一化计算出景观脆弱度

指数
［21~23］

。 

景观损失度(Ri)反映不同景观受到外界影响时其自身的损失程度
[23~25]

。景观生态风险指数表达式： 

 

式中：ERIi为第 i个样本的生态风险指数；AKi为第 k个样本区内景观类型 i的面积；AK为第 k个样本的面积
［24,25］

。 

2.2.3 空间分析方法 

地统计学方法是一种检测、模拟和估计变量在某一特定的研究区域内的相关关系和分布状况的统计方法［26］。借助地统计

学里的半方差变异函数，对数据进行优化，通过克里金插值生成生态风险图
［26］

。为了更好地对各期生态风险进行分析，基于自

然断点法，统一间隔为 0.002,分为 5个生态风险等级，低生态风险区(ERI<0.0062)，较低生态风险区(0.0062<ERI<0.0082)，中

生态风险区(0.0082<ERI<0.0102)，较高生态风险区(0.0102≤ERI<0.0122)，高生态风险区(ERI≥O.0122)。 

3 结果与分析 

3.1土地利用时空变化 

3.1.1总量变化分析 

1990〜2015 年间浙江省土地利用数据的统计分析（图 2）表示。浙江省土地利用总面积呈上升趋势，至研究期末，面积增

加了 99025.51hm
2
,增长比例达到 0.96%，这主要是频繁的围填海活动导致，且围填海规模增长过快。建设用地面积发生显著的变

化，比重上升了 5.47%，增长率为 197.35%,增加了 574308.17hm
2
,2005年以后建设用地面积快速增加。耕地、林地、未利用地面

积减少，比重下降分别为 4.95%、1.24%、0.02%,减少幅度分别为 16.53%、1.02%、38.96%,耕地面积减少最大，减少了 488399.56h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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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水域面积变化幅度小，呈总体上升趋势，比重分别上升了 0.29%、0.46%，增长率分别为 14.81%、16.25%。 

 

3.1.2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 

土地利用转移中（表 1），设 M%为初转出比重，N%为末转入比重。主要变化为：未利用地类型转移概率最高，转移概率达到

68.80%，其中 83.64%转化为林地，而转化来源 51.93%来自于草地，37.44%来自于林地。建设用地转入来源多、面积变化大，而

自身转移概率最低，为 1.87%,其中转出中 43.71%转成耕地，46.2%转成水域；补充来源主要是耕地，为 80.32%。 

  表 1 1990-2015年浙江省土地利用转移矩阵（hm
2
）   

 Tab. 1 Transition matrix of each land use type in Zhejiang province during 1990-2015  

土地利用类型 未利用地 建设用地 耕地 林地 草地 水域 M%合计 1990 年 

未利用地 2 044.65 402.93 48.97 3 771.05 220.97 64.87  6 553.44 

M% - 8.94% 1.09% 83.64% 4.90% 1.44% 100.00%  

N% - 0.07% 0.09% 5.01% 0.62% 0.13%   

建设用地 0.00 285 500 2 380.56 230.32 314.45 2521.23  290 946.56 

M% 0.00% - 43.71% 4.23% 5.77% 46.29% 100.00%  

N% 0.00% - 4.41% 0.31% 0.88% 4.95%   

耕地 82.55 442 200.00 2 406 300.00 63 058.14 3 290.29 38 326.72  2 953 257.70 

M% 0.02% 80.85% - 11.53% 0.60% 7.01% 100.00%  

N% 4.69% 80.32% - 83.70% 9.17% 75.22%   

林地 658.36 80 155.40 24 391.43 6 404 900.00 26 337.28 9 638.36  6 546 080.83 

M% 0.47% 56.77% 17.28% - 18.65% 6.83% 100.00%  

N% 37.44% 14.56% 45.15% - 73.37% 18.92%   

草地 913.28 5 556.23 1 013.70 7 215.06 201 500.00 400.83  216 599.10 

M% 6.05% 36.80% 6.71% 47.78% - 2.65% 100.00%  

N% 51.93% 1.01% 1.88% 9.58% - 0.79%   

水域 104.39 22 212.75 26 189.52 1 064.59 5 733.96 255 100.00  310 405.21 

M% 0.19% 40.16% 47.35% 1.92% 10.37% - 100.00%  

N% 5.94% 4.03% 48.48% 1.41% 15.97% -   

N%合计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2015 年 3 803.24 836 027.31 2 460 324.18 6 480 239.16 237 396.94 306 052.02  10 323 84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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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发生转移最多，其中 80.85%转换为建设用地，11.53%转为林地；转入来源中水域占 48.48%，林地占 45.15%。林地转移

概率较低，为 2.16%，其中转出建设用地占 56.77%;转入来源中耕地占 83.70%。 

草地主要转化为建设用地和林地，其中转出林地占 47.78%，建设用地占 36.80%,转入来源中林地占 73.37%，水域占 15.97%。

水域向耕地、建设用地转移，转入来源为耕地，转移概率为 17.82%，转出耕地为 47.35%，建设用地为 40.16%,转入来源耕地占

75.22%。 

3.1.3 土地利用动态度变化 

通过计算得到浙江省各期土地利用动态度指数（表 2），发现：从整体来看，2000〜2005年和 2010-2015年土地利用相对变

化速率最快，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最大，达到 0.28%;其次是 1990〜1995年，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为 0.27%;2005-2010 年速率最

慢，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仅有 0.06%。从类型来看，建设用地数值最大，2000〜2005年出现最大增幅，为 11.94%;其次是未利用

地，1990-1995 年急剧减少，减幅为 7.66%;耕地和林地动态度呈负数，表明土地利用强度较大，土地利用面积减少；草地和水

域动态度先减少后增加。总体而言，1990〜2015 年，浙江省的土地利用动态度起伏变化，在 2000〜2005 年和 2010〜2015 年土

地利用强度最大。 

表 2 1990〜2015年浙江省土地利用动态度指数变化 

Tab. 2 Changes of land use dynamic index in Zhejiang during 1990-2015 

时期 
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 

-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
 

(%) 
未利用地 建设用地 耕地  林地 草地 水域 

 (%) (%) (%) (%) (%) (%) 

1990-1995 -7.66 2.50 -0.71 0.21 1.50 -0.70 0.27 

1995-2000 -0.11 1.83 -0.05 -0.10 -0.32 0.65 0.17 

2000-2005 -0.52 11.94 -1.39 -0.10 -0.08 1.08 0.28 

2005-2010 -0.15 1.68 -0.33 -0.03 0.32 0.07 0.06 

2010-2015 0.58 7.97 -1.04 -0.19 1.45 2.06 0.28 

 

3.2土地利用生态风险评价 

3.2.1景观格局特征 

通过 ArcGISlO.3 和 Fragstats4.2,可操作得到浙江省不同时期不同景观类型的景观格局指数，各景观格局指数反映了人类

活动对景观类型的影响，其景观类型的转变，继而累积转移威胁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现分析其景观格局指数特征

发现(图 3):25a 期间，各类型景观指数都发生很大的改变。未利用地分散，分离度较大，损失度总体增加；建设用地面积随着

城镇化扩张而增加，分布日益聚集，优势度增长；耕地、草地、水域面积逐渐减少，破碎度和分离度增加，干扰度也逐渐增加，

导致损失度上升；林地为研究区主导景观类型，占地面积大，破碎度和分离度较小，但随着森林被砍伐和林地被占用，林地的

损失度也逐渐增加。 

3.2.2土地利用生态风险时空分异 

通过对浙江省土地利用格局时空变化的分析，发现浙江省土地利用强度较大，建设用地面积扩张、耕地、林地面积减少，

土地利用转移主要以耕地、林地、水域转向建设用地为主。这都表明研究区土地利用格局时空变化差异较大，工业化、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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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类活动对土地利用类型的改变，作用到不同的生态系统中，通过不断累积和转化，使土地利用变化引起的生态风险也开始

增加。基于土地利用格局变化，引入生态风险指数，来客观的分析浙江省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的时间和空间变化(图 4、图 5)，发

现 1990-2015年研究区土地利用生态风险时空分异较大。 

 

 

时间序列上，浙江省低生态风险区面积减少，波动幅度较小。较低生态风险区变化较大，下降了 1518653.88hm
2
。中生态风

险区一直是研究区生态风险的主导类型，在 2015年占总面积的 44.38%,面积增加了 405388hm
2
。较高生态风险区面积整体上升，

共增加了 681888.40hm
2
,增长率为 45.17%。高生态风险区持续增长，且增长速度在 2000年后逐渐加快，面积增加了 692704.95hm

2
,

增长率为 166.16%。这也表明研究区生态风险的加重，且生态风险呈增长趋势。 

空间特征上看：较高、高生态风险区主要有 3 个极值中心，分别是东北部杭州湾附近的杭州、嘉兴等城市，浙东南沿海地

区，浙西以杭州西南角、衢州和金华 3个接壤区域。东北部地区生态风险等级明显高于其他区域，因为杭州湾附近，城市密集，

经济活跃，土地利用集约度高。浙西南地区，山地较多，森林面积广，城市化进程较慢，人类活动对土地利用程度较东北部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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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生态风险相对较小，但随着经济活动的增加，生态风险等级也在增加。西部地区的高值中心如杭州西南、衢州市和金华市

附近，主要土地利用类型为耕地、水域和建设用地，由于城市的建设、对耕地和水域的大力开发，导致生态风险值上升。沿海

地区生态风险等级逐渐增加，主要是沿海地区经济建设，建设用地增加和水域面积减少，生态风险上升。总体上，城市、开发

区、沿海港口等土地利用程度高的区域，生态风险等级高，而郊区及农村等地域土地利用程度较低，生态风险等级偏低。中生

态风险区保持主导地位，在空间上不断西南部扩散，范围逐渐增加。低等级生态风险区分布在相邻高等级生态风险区的周围，

大致成圈层状向外扩散。 

 

3.2.3土地利用生态风险转移分析 

便于研究浙江省各期生态风险等级的变化情况，采用转移矩阵来分析各生态风险等级区转换特征
［27，28］

，并对浙江省 1990〜

2015 年 6个时间段的转换结果进行分析（表 3、图 6）。 

总体来看，浙江省 1990-2015 年土地利用生态风险转换差异较大
［29］

。低、较低、中、较高等级生态风险区都发生很大变化，

转移概率分别为 26.34%、55.48%、33.88%、44.86%，高生态风险区转移概率低，为 3.77%。生态风险等级从低到高的转移共

4091462.31hm
2
，为转移总量的 98.58%，而从高到低等级的转移数量为 58926.30hm

2
,为转移总量的 1.42%,生态风险低向局等级转

换是局向低等级转换面积的 69.4 倍，说明研究区生态风险加剧。生态风险等级区发生转移最大的是较低向中生态风险区、中向

较高方向生态风险区的转换，转换数量分别为 1778000、1338000hm
2
。这些转换主要发生在城市，杭州湾城市群，温州、台州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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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等经济发展活跃的地区，经济活动的向外扩张，城市范围扩散，土地利用强度增大，生态风险随之上升。 

表 3 1990-2015年土地利用生态风险区转移矩阵（hm
2
） 

Tab. 3 Transition matrix of each land use ecological risk area during 2000-2005 

1990 年 
   2015 年   

低 较低 中 较髙 高 总计 

低 - 261 600.00 1.95 0.53 0.00 993 202.49 

较低 275.00 - 1 778 000.00 5 454.41 709.89 3 216 439.30 

中 0.00 4 185.21 - 1 338 000.00 69 195.53 4 166 380.74 

较高 0.00 0.21 38 765.42 - 638 500.00 1 509 565.63 

高 0.00 0.00 1.37 15 699.09 - 416 900.46 

总计 73 1875.00 1 697 785.42 4 571 768.74 2 191 454.03 1 109 605.41 10 302 488.61 

 

 

各个时间段上，较低、中、较高生态风险区转移数量和转移概率变化较大，低和高生态风险区发生转移小。5个时间段研究

区生态风险等级由低向高转移的面积为 880365.18、1494218.23、652703.53、803823.58、1327103.13hm
2
,占研究区总面积的比

重分别为 54.77%、67.35%、52.21%、95.11%、98.23%。研究区生态风险等级由高向低转化的数量分别为 727070.09、724493.35、

597463.59、41340.58、23936.69hm
2
，占研究区总面积的比重分别为 45.23%、32.65%、47.79%、4.89%、1.77%。从低到高等级

转移的生态风险数量呈上升趋势，从高到低等级转移的生态风险数量不断递减，反映了区域生态风险等级增加，生态环境质量

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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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浙江省不同时期生态风险等级的年均转化速率（图 7）可知，5 个时间段的生态风险等级由高向低转换类型包括较低-

低，中-低，较高-态风险区转移矩阵低，较高-较低，较高-中，高-中，高-较高
［30］

等 7 种方向，生态风险的年均转换速率总体

呈下降趋势，其中较高-中变化最大，年均转换速率下降了 62948.58hm
2
/a。生态风险等级由低向高转换类型包括低-较低、低-

中，低-较高，较低-中，较低-较高，较低-高，中-较高，中-高，较高-高等 9 种方向，年均转换速率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中-

较高、中-高、较高-高的年均转换速率变化较大，分别为 40540.00、4655.18、26580.00hm
2
/a。这也说明浙江省生态风险等级

由低向高转换的面积增加，生态风险等级加深，更需要合理利用和规划资源，协调生态环境与经济开发之间的冲突，缓解人类

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巨大压力
［31，32］

。 

3.2.4 土地利用生态风险各地级市时空分异 

在各地级市的行政区划矢量图下，结合整个浙江省的生态风险分布，整理得到 1990〜2015年浙江省各地级市的生态风险值，

并对其时空变化进行分析。 

时间序列上，1990〜2015 年各地级市土地利用的生态风险（表 4）主要呈上升趋势，各市的生态风险值增加。从 1990年和

2015 年各市的生态风险值上看，宁波市土地利用生态风险变动幅度最大，数值上升了 0.09,增长率为 19.1%。其次是杭州、嘉兴、

丽水、台州、温州，都增加了 0.05,生态风险值增长较快。舟山、绍兴生态风险值变化幅度小，数值较低。衢州土地利用生态风

险值在 1990年和 2015年相等，生态风险值为 0.46,期间生态风险值处于较稳定状态，生态风险值变化最小。 

表 4 1990~2015 年浙江省各地级市生态风险值 

Tab. 4 Ecological risk values of various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Zhejiang province during 1990-2015 

地级市- 1990 年 1995 年 
生态风险值 

2010 年 2015 年 
2000 年 2005 年 

杭州市 0.87 0.93 0.90 0.92 0.92 0.92 

湖州市 0.32 0.31 0.33 0.34 0.35 0.36 

嘉兴市 0.28 0.28 0.29 0.31 0.31 0.33 

金华市 0.56 0.54 0.57 0.58 0.59 0.60 

丽水市 0.69 0.71 0.71 0.72 0.72 0.73 

宁波市 0.45 0.45 0.48 0.49 0.49 0.54 

衢州市 0.46 0.43 0.45 0.45 0.45 0.46 

绍兴市 0.44 0.43 0.44 0.45 0.46 0.46 

台州市 0.47 0.48 0.49 0.50 0.50 0.52 

温州市 0.54 0.56 0.56 0.57 0.58 0.59 

舟山市 0.06 0.06 0.06 0.06 0.06 0.07 

 

浙江省 1990-2015年各市生态风险值空间分布大致相同，以 2015年各地级市生态风险空间分布为例（图 8），基于自然断点

法把生态风险值分为五级，即Ⅰ、Ⅱ、Ⅲ、Ⅳ、Ⅴ，分别对应低、较低、中、较高、高等级生态风险区，发现各市生态风险值

差异明显。杭州市生态风险值最高，远远大于其他地级市，主要是杭州市历史开发较早，城市化水平高，经济发达，人口密集，

交通便利，人类对土地的开发强度较大，引起的生态风险也较高。其次是丽水、金华、温州，3个地级市的面积较大，在随着城

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经济发展对森林、水域等用地强度增加，建设用地增加，其土地利用变化影响了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使区

域的生态风险值上升。宁波、台州、绍兴、衢州地级市生态风险值处于中等级生态风险区，湖州、嘉兴两地级市生态风险值处

于较低等级生态风险区。舟山市的生态风险值最低，但海岛开发逐渐加深，生态风险值也在增加，就相对于浙江省陆地区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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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舟山市经济开发增加引起的生态风险值相对较小。 

 

4 结论 

(1) 浙江省土地利用结构变化明显。建设用地面积快速扩张，增加了 574308.17hm
2
,耕地面积减少最大，减少了

488399.56hm
2
。建设用地转入来源多，转移概率低，主要转为水域，转入来源为耕地。耕地发生转移面积最大，主要转为建设用

地，来源为水域、林地，其他类型用地转换不明显。各个时期土地利用程度呈波动起伏状态，在 2000~2005 年和 2010〜2015年

土地利用程度最高。 

(2) 浙江省土地利用生态风险时空分异显著。低、较低生态风险区下降，中生态风险区是研究区的主导类型。较高生态风

险区整体上升，高生态风险区持续增长，且增长速度在 2000 年后逐渐加快。空间分布上，较高、高生态风险区主要有 3个极值

中心，分别是东北部杭州湾附近的杭州、嘉兴等城市，沿海地区，西部地区。中生态风险区保持主导地位，在空间上不断向西

南部扩散。低等级生态风险区分布在相邻高等级生态风险区的周围，大致成圈层状向外扩散。 

(3) 浙江省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等级转换差异明显。低、较低、中、较高生态风险区都发生较大的转移，高生态风险区转移

概率小。生态风险等级由低向高生态风险等级转换是高向低等级转换面积的 69.4倍。生态风险等级区发生转移最大的是较低向

中生态风险区、中向较高生态风险区的转换，转换数量分别为 1778000hm、1338000hm
2
。这些转换主要集中发生在城市，沿海地

区，如杭州湾城市群、温州、台州沿海等经济发展活跃地区，土地利用强度较大。 

(4) 浙江省各时期生态风险等级年均转化速率差异显著。生态风险等级由高向低转换的年均转换速率总体呈下降趋势，而

由低向高转换年均转换速率总体上呈上升趋势。说明浙江省生态风险等级由低向高转换的面积增加，生态风险加剧，更需要合

理利用和规划资源，缓和人类相关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巨大压力。 

(5) 浙江省各地级市生态风险值时空分异显著。各市生态风险值增加，生态风险范围扩大。宁波市土地利用生态风险值变

化最大，衢州市变化最小。空间分布上，杭州市生态风险值最高，远远大于其他地级市，其次是丽水、金华、温州。宁波、台

州、绍兴、衢州生态风险值处于中等级生态风险区，湖州、嘉兴两地级市生态风险值处于较低等级生态风险区，舟山市的生态

风险值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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